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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烙印理论出发，系统考察企业家的农村成长经历对其家族控制偏好的影响。文章有助于理解中国制度

情境下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的决策逻辑。”

———李炜文

　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历史的延续：家族涉入的家族化起源依赖与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研究”

（项目编号：７２２６２００６）和 “家族企业控制权配置的社会阶层烙印与企业投资 ‘脱实向虚’” （项目编号：

７１８６２００６）的资助。感谢各位编辑老师以及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使本文质量有显著的提高。

　　摘　要：企业家成长经历会对企业家个人及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

烙印理论，着重考察了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其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影响，并以

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具

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对企业有更强的家族控制权偏好。②企业家的高等教育经

历和体制内工作经历会显著削弱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之间的正向关系。

③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之间的正向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创

办的企业和产权保护情况较差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④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

所有权偏好影响较大，对家族管理权偏好的影响相对较小。本文为中国民营企业家

偏好家族化控制的动因研究提供了新的解构逻辑，也进一步丰富了烙印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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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农民企业家的作用。改革开放

４０余年来，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 “三农”这片肥沃的土壤。有相当一批民营

企业家从农村走出来，与农村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他们通过创办企业促进了乡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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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甚至成为民营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

要力量，如鲁冠球、刘永好、曹德旺等。引人

注目的是，成长于农村的企业家所创办的企业

绝大多数由家族控股，并由家族成员掌握企业

的经营管理权，形成了以宗亲关系为导向的权

力配置方式，逐渐发展成一套有别于西方家族

企业的高度家族化治理模式 （郑家喜和蔡根女，

２００４）。例如，鲁冠球于 １９９２年通过 “花钱买

不管”的方式与政府明晰产权，获得了家族对

万向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又如成长于农村的曹

德旺在通过河仁基金实现家族企业股权捐赠的

同时，明确要求保留家族企业控制权。

在家族企业中，企业家对于控制权有着天

生的偏爱，因为控制权的创造性运用是企业获

取价值或创造企业家利润的重要工具 （陈德球

等，２０１３）。有研究发现，地区法律效率和金融

深化程度 （陈德球等，２０１３）、制度环境 （连

燕玲等，２０１２）、股权制衡度 （钱爱民和吴春

天，２０２３）等能够影响家族控制权偏好。另外，

有研究从企业家自身资源禀赋层面来研究企业

家的控制权偏好，比如，有研究发现，具有

“资本家”禀赋的企业家倾向于设计复杂的控制

权结构 （蓝发钦等，２０１６），创始企业家的身份

资本会加剧企业家对控制权的争夺 （曾宪聚等，

２０１９）。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鲜少有研究从企

业家的过往经历出发来研究企业家控制权偏好。

也就是说，现有的研究不能回答以下这些问题：

上述这种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强化对企

业高度家族化控制的现象只是个案现象还是一

种普适性现象？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将

企业家族化 （家庭化）的原因何在？本文将以

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作为研究对象，应用

烙印理论，研究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控

制权偏好的影响。

在家族企业中，企业家是企业的主要塑造

者和掌舵者，其行为意图更多的是其个体意志

的体现 （乔耀章和巩建青，２０１４）。因此，理解

企业家个体意志是揭示家族控制权偏好前置动

因的关键，而企业家个体意志形成与其成长经

历密不可分。现有研究表明，早期经历对个体

意志偏好有着深远的影响 （Ｃｏｔｅ，２０１１）。即使

在个体经历了客观的成功和转变生活环境后，

早期经历的影响依然存在 （Ｋｉｓｈ－Ｇｅｐｈａｒｔ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关于企业家成长经历这一话题，现有研

究已较为丰富，分别对企业家职业经历、学术

经历、海外经历、从军经历等进行了广泛关注，

这些经历的 “独特性” “可区分性”能够很好

地解释企业家早期经历对企业家意志的影响。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

企业家的经济社会地位不断提升。虽然 “企业

家”这个词常常会让人联想到拥有丰富社会物

质资源的高阶层群体，但是企业家客观经济社

会地位的提升可能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并非

所有企业家早年成长经历中都拥有相同的社会

物质资源和文化环境。

为应对上述现实需要与理论研究的不足，本

文聚焦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聚焦于此主题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城乡二元体制

是我国特有且影响深远的社会管理制度；二是城

乡二元体制反映的是社会资源配置、利益分配和

个体生活文化情景上的差异 （陆益龙，２００８；

于潇和Ｈｏ，２０１６；Ｋｒａｕｓ＆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２０１２）。

本文以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

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如下几点：第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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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有更强的家族控制权

偏好，尤其在没有接受高等教育或没有体制内

工作经历的企业家群体中这一关系更显著；第

二，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

正向影响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创办的企业，

以及产权保护较差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第三，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所有权偏好影响较

大，对管理权偏好的影响相对较小。

本文的研究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

拓展了家族控制权偏好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本文基于烙印理论，研究了企业家农村成长经

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影响，从理论前沿角度

重新描述了从 “企业家个体意志”到 “企业权

力配置行为”的主导逻辑。现有研究主要关注

企业家的短期或突发性经历，这些经历帮助他

们吸取经验，但这些经验可能很快被新的经验

所替代，或因环境变化而不适用。相比之下，

本文关注的农村成长经历是长期且常态化的物

质匮乏经历，能够塑造企业家的思维认知，持

续影响企业家的决策，而不易被环境和经历改

变。通过深入探讨这种长期经历对企业家控制

权偏好的影响，本文为家族企业控制权偏好的

产生动机提供了一个新的解构逻辑。二是从新

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家族企业家族化原因。本文

聚焦于企业家的农村成长经历，从企业家早期

的社会物质资源、传统文化情境以及社会资本

方面来解释家族企业家族化的原因。这一研究

对于理解中国家族企业的家族化动因、推进家

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和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

意义。三是拓展了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现有

研究主要考察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在控制

权配置方面的差异，假设家族企业之间是同质

化的。然而，由于资源禀赋、企业家特质等方

面的差异，家族企业在内部治理结构和行为上

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本文聚焦家族企业群体，

深入地揭示了家族企业因企业家成长经历差异

而呈现出的家族控制权差异，有助于更深入地

理解家族企业之间差异化的控制权配置行为。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

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为加快工业化建设并实现

赶超目标，国家先后建立了统购统销制度、户

籍管理制度等制度体系，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城乡二元体制 （乔耀章和巩建青，

２０１４）。其标志性特征是 １９５８年通过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在此基础上，国家

逐步建立起二元户籍制度，将整个社会群体分

为两类：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这种二元户

籍制度造就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派生

出的二元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福利保障

制度等进一步加深了城乡之间的分割局面，导

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固化 （乔耀章

和巩建青，２０１４）。

城乡二元体制背后是社会资源配置、利益

分配以及城乡个体生活文化情境的差异 （陆益

龙，２００８；于潇和 Ｈｏ，２０１６；Ｋｒａｕｓ＆ Ｓｔｅ

ｐｈｅｎｓ，２０１２），主要表现在：经济收入方面，

农民经济收入相对较低；社会保障方面，城市

具有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社会保

障问题几乎全部依靠农民自己 （杨翠迎和王润

泉，２０１６）；教育方面，长期实行的政府保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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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学校办学政策，使教育资源偏向城市，农村教

育资源相对匮乏 （张旺，２０１２）；精神文化方面，

宗亲文化传统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消解程度相对

较高，城市人口在市场经济文化的熏陶下，逐渐

形成了竞争、创新、开放的精神理念，而在农村

地区，乡土社会中较浓重的宗亲观念相对于城市

而言得到了较好的延续。同一社会环境中的人们

由于经历的相似性，会形成区别于其他社会圈层

群体的认知倾向，这也正是城乡个体之间表现出

较大意志偏好及认知差异的原因。

（二）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

好的影响

早年成长经历会影响企业家个体的意志偏

好，进而影响企业的相关决策行为。例如，企

业家的从军经历、贫困经历、学术经历等都会

影响企业家的风险偏好，从而影响企业的风险

性决策行为。农村成长经历作为一种能够反映

企业家早年生活处境的特殊经历，同样会影响

企业家的个人意志偏好，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

权力配置。在研究决策者意志偏好对其决策行

为影响的文献中，一些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的研

究主要采用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性别等来

指代企业家个体意志差异，这导致了过长的因

果链条和难以解释的 “人口学背景黑箱”问题。

与高阶梯队理论不同，烙印理论关注决策主体

的早期经历如何塑造其心理特质，并强调这些

心理特质形成的历史渊源、环境匹配性以及特

质烙印的长期稳定性。本文侧重于揭示企业家

早期农村成长环境如何塑造其心理认知，并进

一步探讨其心理认知如何影响其家族控制权偏

好。因此，本文主要基于烙印理论进行分析。

烙印理论认为，组织或个体在发展过程中

会经历若干敏感时期，形成与特定环境相匹配

的特征烙印。这些特征烙印具有长期稳定性，

持续影响着组织或个体的后期行为。即使行为

主体所处环境发生变化，早期经历所形成的特

征烙印也会继续发挥作用 （Ｋｒａｕｓ＆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２０１２）。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下，城乡群体之

间在社会物质资源、传统文化情境乃至社会资

本等方面存在差异，进而会影响其控制权偏好。

具体如下：

首先，从企业家个体早期所拥有的社会物

质资源情况来看：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社会资源

分配向城市倾斜，使成长于城市的个体拥有相

对宽松的物质保障，在经济、教育、社会福利

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并具有身为 “城里人”

的优越感。长期宽松的物质资源保障和较高的

地位感知使其心理安全性较高。相反，成长于

农村的个体在经济、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均

处于劣势地位。长期的物质资源约束及较低的

社会地位会使其心理安全性较低 （徐富明等，

２０１７），增强其威胁敏感度，降低其控制能力

（郑红亮和吕建云，２００８），进而导致其对自身

资源流失更加敏感，更加注重对自身资源的保

护和控制 （解晓娜和李小平，２０１８）。同时，长

期的资源约束还会导致其对稀缺资源产生 “稀

缺心态” （Ｇｒａｈ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心理学社会

认知领域的研究发现，个体长期处在特定环境

中会受到他人行为和观念的影响，并形成与之

相匹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Ｂａｎｄｕｒａ，

１９８９）。因此，农村个体的上述心理认知偏好会

根深蒂固地刻入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从而

更加注重对自身财富和权力的保护和控制。根

据烙印理论，这种在早期农村成长环境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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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认知烙印具有长期稳定性，会持续影响

企业家后期的决策行为。在家族企业中，这表

现为在农村出生和成长的家族企业家会强化对

企业的家族化控制。

其次，从城乡个体早期所经历的传统文化

情境来看：“以家为本”的宗族文化传统深刻影

响了家族企业的权力配置模式。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发展，宗族

文化传统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消解程度相对较

高。虽然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农村社会在经济发

展上相对落后封闭，但是这也使农村社会中的

宗族文化传统相对于城市而言得到了较好的延

续 （胡荣和胡康，２００８）。农村地区保留了传统

的宗族文化理念，人们具有更强烈的宗亲意识。

潘越等 （２０１９）研究认为：传承千年的宗族文

化能够内化成企业实际控制人独特的价值观念，

并通过非正式契约将个人和企业联结在一起，

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

现有研究认为，文化传统具有 “先验”特

征，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的思想认知，包

括成长于此环境中的企业家的思想认知 （辛杰，

２０１４）。相对于成长于城市的企业家而言，成长

于农村的企业家受到传统宗族文化熏陶的程度

更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使其发展出一种与

宗族文化传统相契合的 “性格”。当企业家的宗

族观念较强时，其对家族成员的信任程度远高

于外人，使其在企业关键管理人员的安排方面

更倾向于任用亲人 （吴超鹏等，２０１９）。同时，

宗族观念强烈的企业家更希望家族企业能够世

代传承，因此会尽可能保持较高的公司控制权，

以利于将来把企业传承给家族二代 （Ｓｃｈｏａｒ，

２００６）。根据烙印理论，农村个体在成长过程中

会形成浓厚的与宗族文化相匹配的特征烙印，

他们对家族成员的信任程度远高于外人，进而

导致其对企业进行家族化控制的偏好程度也

更高。

最后，从城乡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情况

来看：在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影响下，城乡个体

在社会资本构成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胡荣和胡

康，２００８）。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个体或组织与外

界联系的密度、广度，以及相互之间的互惠和

信任程度 （Ｓｔｅｐｈｅｎ＆Ｐｈｉｌｉｐ，１９９７）。在城乡二

元体制下，城市个体生活更多地与单位同事及

其工作相关人员进行社会交往，形成非宗亲的

社会关系网络。相比之下，农村个体与这些人

交往相对较少，导致其对领导同事和弱关系人

群的信任程度远低于城市居民。在农村社会中，

宗亲密友和婚姻关系构成了主要的社交关系。

农村个体的宗亲社会网络的规模和密切程度远

高于城市个体，使其对宗亲密友的信任程度更

高 （胡荣和胡康，２００８）。依据烙印理论，早期

农村成长环境所塑造的个体对宗亲密友的信任

偏好特质，会长期持续地影响其个体决策行为。

这就是使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在创业时

期所能够给予更高信任和选用的人员对象更有

可能是宗亲密友。因此，在客观层面上呈现出

对企业较高的家族化控制现象。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１：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对企业有

更强的家族控制权偏好。

（三）学习和工作经历的影响

烙印理论指出，行为主体会经历多个环境

敏感期，并被刻上与环境相匹配的烙印特征。

同时，后期的烙印会不断覆盖之前的烙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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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个体的思维认知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点

（Ｍａｒｑｕｉｓ＆Ｔｉｌｃｓｉｋ，２０１３）。接受高等教育和入

职体制内单位能够实现从 “农业”户籍向 “非

农业”户籍的转化，并伴随着物质环境改变。

因此，学习 （接受高等教育）和工作 （入职体

制内单位）经历承载着农村个体的命运转折点，

所带来的新的物质环境会给农村个体刻上新的

烙印，进而使其形成新的思想认知。那么，学

习和工作经历是否会影响农村出生和成长的企

业家的思想认知，进而影响其控制权偏好，就

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１高等教育经历的影响

接受高等教育是个体在社会层面实现向上

流动的最好途径之一，有助于使个体跨越社会

身份障碍 （刘宏伟和刘元芳，２０１３）。在城乡二

元体制下，个体主要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实现

“农业”户籍向 “非农业”户籍的转变 （赵西

亮，２０１７）。高等教育是表征个人社会地位的指

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体生活境况的变

化 （汪建华，２０１１）。

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在城市就业后，可

以在一定条件下获得城市户口，经济收入和福

利保障等都会有相应地改善，且通过接受高等

教育也可以构建起较高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

诸如同学和校友等社会资源。一方面，这些资

源越丰富，决策者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强，对决

策后果的乐观程度越高 （陈东，２０１５）。因此，

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个体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

得的物质资源改善，有助于一定程度上缓解其

风险敏感性，提升其心理安全性。另一方面，

所能够获取的资源越丰富，个体对资源的 “稀

缺心态”也能够得到缓解。此外，个体所处的

外部物质环境的改善会影响其社会关系中所接

触的个体，从而对其心理安全性和对稀缺资源

的认知产生影响，进而逐渐改变个体对资源

（尤其是稀缺资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８９）。因此，接受高等教育会改变

农村出生和成长的企业家对待权利和财富的思

维认知，进而缓解其家族控制权偏好。基于上

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２：接受高等教育经历会削弱企业家农村

成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正向影响。

２工作经历的影响

从个体成长发展历程来看，工作经历对个

体成长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会对个体产

生长久的职业 “烙印”效应 （ＭｃＥｖｉｌｙ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在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就业单位以体

制划分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作组织形式

（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体制内工作经历能够影响

个体形成新的认知偏好。从我国家族企业发展

实际来看，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曾经在体制内

单位工作。这种工作经历烙印在一定程度上会

覆盖其早期农村成长经历所形成的烙印，进而

影响其家族控制权偏好，具体如下：

首先，对于出身农村家庭的个体来说，进

入拥有 “铁饭碗”工作的体制内单位相当于实

现了 “鲤鱼跳龙门”，在社会身份上就实现了由

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其经济收入和社会福利保

障等物质条件会得到改善 （韩亦和郑恩营，

２０１８）。体制内单位良好的物质保障，使社会中

普遍存在着对体制内单位有着较高的认可度的

情况，这会使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的个体具有较

高的职业身份认同。体制内个体可以凭借单位

平台构建起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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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收益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物质和社会

资源越丰富，个体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强，其心

理安全程度更高 （陈东，２０１５），进而有助于缓

解其农村成长经历所形成的风险敏感性和对资

源的 “稀缺心态”。

其次，个体进入体制内的相关单位工作后，

会接受一系列的职业教育，其中包含大量现代

管理文化理念。体制内一般会建立成体系的工

作协调机制、监督机构及约束机制、相对完备

的决策程序与规范。这种现代管理文化理念的

熏陶和程序化工作氛围，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

个体所承受的家族主义文化传统理念的影响，

进而弱化其家族控制权偏好。

最后，当个体进入体制内工作后，个体接

触到新的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和学习环境，与

其他不同背景的人交往，这些经历可能导致他

们对稀缺资源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发生变化

（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８９）。因此，进入体制内工作会改

变个体的思维认知，进而改变他们的控制权偏

好。综上所述，体制内工作经历能够削弱农村

成长经历对企业家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３：体制内工作经历会削弱企业家农村成

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正向影响。

（四）市场化进程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企业控制权配置不可能脱

离外在的制度约束，它总是嵌入在特定的制度

环境中 （Ｙｏｕｎｇ＆Ｓａｌｉｈ，２０１４）。从中国社会发

展历史来看，１９９２年中国社会开启了市场化转

型全面进程，制度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在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家的风险敏感性和权力

偏好。基于此，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市场经济体

制确立，以及地区产权保护的影响。

１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

１９９２年以前，一方面，国家给予私营企业

的制度支持很少，企业家能争取到的资源有限。

另一方面，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主流社会

群体主要是在 “体制内”单位工作。该时期企

业家的社会认同度较低，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

家获取资源支持的难度。

党的十四大会议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建设步入快车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逐渐完善，国家逐步出台了许多支持民营经济

的政策。经济收入对个体地位感知的影响越来

越大 （李路路等，２０１８）。行政体系对私营企业

家身份的认可度越来越高，许多私营企业家获

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社会主流对民营

企业家身份的正面评价越发积极， “万元户”

“企业家”等称呼取代 “个体户”“暴发户”成

为其新的社会标签 （柳珊，２０１２）。这使这一时

期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认同和阶层地位得到了较

大提高，有利于企业家积累社会资本，从而获

取各方面的资源支持。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资源禀赋的变化提高

了农村出生和成长的企业家应对风险的能力和心

理安全性，缓解了其对资源的 “稀缺心态”。此

外，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善了企业经营的政策

环境，加大了对企业的资源支持，为企业家们提

供了积累更多更高社会资本的机会。在更开放的

环境中与更多元化的个体交往，这些经历可能导

致农村出生和成长的企业家对稀缺资源的认知和

思维方式发生变化 （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８９），使他们更

倾向于与他人合作、分享资源，减少对资源的过

度控制，从而削弱他们的控制权偏好。基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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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４：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会削弱企业家农村

成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正向影响。

２地区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各地区的市场化

进程不一，导致企业产权的保护水平也不同。

在制度保护薄弱的地区，对企业的侵害行为可

能不会受到法律惩罚 （ＬａＰｏｒ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致使企业财产安全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从而增加企业家对产权的担忧和控制欲望

（Ｔｓ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在制度保护较强的地区，

政府和特权阶层对私人财产的侵占行为会受到

限制，企业财产权利更加安全，减轻了企业家

对产权的 “稀缺心态”，进而缓解了企业家的控

制权偏好。此外，强有力的产权制度为交易提

供了有序、高效、公平和可预测的环境 （Ｊｕｄｇｅ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使企业家更自由、安全地与不

同背景的合作伙伴接触并进行交易和合作，从

而更容易获得所需的资源。多元化的社会交往

和合作可以让企业家获取来自不同领域和背景

的知识、技能和资源 （赵武等，２０２２），有助于

改变企业家的思维认知 （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８９），使

其更开放、合作和适应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

从而缓解企业家对控制权的偏好。基于上述分

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５：强化产权保护有助于削弱企业家农村

成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中央统

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 （私）营经济研究

会联合进行的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库。

该调查每２年进行一次，覆盖３１个省 （市、自

治区）以及各类私营企业，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调查问卷中关于企业家身份特征和权力配置等方

面的数据均来自企业家本人的回答，数据更有针

对性。参照何轩等 （２０１６）的研究，在总样本

中，本文以企业家及其家人持股５０％的企业为家

族企业样本。样本经过以下程序处理：剔除了数

据缺失、明显异常及公共事业类、金融行业类的

样本公司。然后，对连续变量进行了１％的Ｗｉｎ

ｓｏｒｉｚｅ缩尾处理，最终得到７５９４家企业样本，其

中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年的样本数分别为 １０２８、１０８７、９６５、

１０５１、１２３０、１０８１。

（二）变量界定

１被解释变量

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ａｍｉ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ｗｅｒ，

ＦＣＰ）。本文参考 Ｖｉｌｌａｌｏｎｇａ和 Ａｍｉｔ（２００９）研

究从所有权、决策控制权和管理权三个方面对

家族控制权偏好进行度量。

所有权 （Ｅｑｕｉｔｙ）是企业权力结构中最基

础的权力，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家的所有权控

制越强。我们以 ６７％的持股比例作为是否绝对

控股的标准，企业家及其家人持股 ６７％以上赋

值为１，否则为０。

决策控制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采用问卷调查项

目中 “您企业的重大决策由谁做出？”进行测

量，如果回答 “由本人 （出资人）作出”或者

在 “其他”中补充说明 “由家庭成员作出”，

则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管理权 （Ｍａｎａｇｅ），采用问卷调查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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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日常管理由谁负责？”进行测量，如果回答

“由本人 （出资人）作出”或者在 “其他中补充

说明由家庭成员作出”，则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以上四个维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家族控制

权偏好的强度，但是每个指标单独使用都有局

限性，不够全面。参考权小锋和吴世农 （２０１０）

的研究思路，在上述基本测量的基础上，采用

两种方法构建家族控制权偏好的综合指标：一

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上述三个指标提取一个

公因子 （ＦＣＰ１）；二是将上述三个虚拟变量直

接相加求平均值 （ＦＣＰ２）（权小锋和吴世农，

２０１０）。ＦＣＰ１指标通过统计方法考虑了不同维

度的权重，而ＦＣＰ２没有考虑不同维度的权重，

所有维度按照等权处理。上述指标数值越大，

代表企业家对企业的家族控制权偏好越强。

２解释变量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以企业家

是否具有农村成长经历作为衡量指标，根据全

国私营企业调查表中：“您在开办私营企业前的

主要经历……”调查问项，该题项的答案为多

选项，选项中包括：曾经在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 （担任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曾经在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工作 （担任管理者还是一

般工人）；曾经在外资企业工作 （担任管理者还

是一般工人）；曾经在私营企业工作 （担任管理

者还是一般工人）；曾经在农村工作 （村干部、

农民、打工）；以及其他等。如果被调查者只选

择了创业前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工作为

主要经历，如 “工人”等经历，而没有选择

“农民”经历，那么该调查者出身于农村家庭的

可能性不大。或者被调查者创业前工作经历既有

“农民”，也有其他经历，如 “工人”经历等，

那么依据我国较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来看，凡

是没有过 “农民”经历的出身于农村家庭的可能

性不大，而有过 “农民”经历的基本上都是出身

于农村家庭 （我们排除了派驻到村里担任村干部

或者在农村短暂打工等选项），并不会因为其创

业前为 “工人”就忽略掉其出身于农村家庭，表

明其具有农村成长经历。因此，凡是创业前有

“农民”经历的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３调节变量

受高等教育经历 （Ｅｄｕ），以企业家受教育

程度为测量标准，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赋值为

１，否则为０。

体制内工作经历 （Ｓｙｓｔｅｍ）。参照戴维奇等

研究，创业前有过在党政机关以及在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工作经历，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 （Ｍａｒｋｅｔ），参照邹立凯

等研究，以企业实际创办年份进行测度，企业

创办时间为１９９３年以后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产权保护水平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参考杨瑞龙等

研究，采用 “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 “政府与

市场关系”分项得分进行测量。

４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研究，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

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企业年龄、政治关联、

行业身份、企业家年龄、企业家性别、地区经

济状况；此外，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效应，具

体变量定义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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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 所有权、管理权和决策权三个虚拟变量的主成分合成指标

ＦＣＰ２ 所有权、管理权和决策权三个虚拟变量的平均值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 具有农村经历的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高等教育经历 Ｅｄｕ 大专以上学历为１，否则为０

体制内工作经历 Ｓｙｓｔｅｍ 创业前在体制内工作的为１，否则为０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 Ｍａｒｋｅｔ 企业创办时间为１９９３年以后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产权保护水平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中国市场化指数”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分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总负债／总资产

盈利能力 Ｒｏｓ 净利润／销售总额

企业年龄 Ｆｉｒｍ－Ａｇｅ 调查年份减去企业注册年份再取自然对数

政治关联 ＰＣ＿ｄｕｍ 企业家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时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行业身份 Ｍｅｍｂｅｒ 企业是否工商联成员，是则为１，否则为０

企业家年龄 Ａｇｅ 企业家实际年龄的自然对数

企业家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性别为男性，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地区经济状况 ＧＤＰ 地区人均ＧＤＰ的自然对数

所在行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行业哑变量

年度 Ｙｅａｒ 年度哑变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２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和 ＦＣＰ２）的均值分别

是 ０００２和 ０４５５，标准差分别为 ０００１和

０３１４，表明不同企业家的家族控制权偏好水平

存在一定差异。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的均值为

０２９７，标准差为 ０４５７，表明样本企业中有

２９７％的企业家具有农村成长经历。高等教育经

历的均值为０４８１，标准差为０５００。体制内工作

经历的均值为０４１０，标准差为０４９２，表明样本

中有４１％的企业家创业前具有体制内工作经历，

这可能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 “官员下海”潮有

较大关系，其他变量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Ｍｅａｎ Ｓｄ Ｍｉｎ Ｐ２５ Ｐ５０ Ｐ７５ Ｍａｘ

ＦＣ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１８０１ －０６３２ －０６１２ １４２０ １８１３

ＦＣＰ２ ０４５５ ０３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Ｒｕｒａｌ ０２９７ ０４５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Ｅｄｕ ０４８１ ０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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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Ｍｅａｎ Ｓｄ Ｍｉｎ Ｐ２５ Ｐ５０ Ｐ７５ Ｍ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 ０４１０ ０４９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Ｔｉｍｅ ０８２６ ０３７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Ｐｒｏｐｅｔｙ ７４５６ １６５３ １８５０ ６４００ ７７８０ ８１５０ １０６５０

Ｓｉｚｅ ６０９７ ２０３１ ００００ ４６０５ ６１０９ ７４３８ １４１７０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５００

Ｒｏｓ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６６０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２１２７ ０６５３ ００００ １７９２ ２１９７ ２５６５ ３６６４

ＰＣ＿ｄｕｍ ０４５１ ０４９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Ｍｅｍｂｅｒ ０６９９ ０４５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Ａｇｅ ３８１１ ０１８２ ２９９６ ３６８９ ３８２９ ３９５１ ４１９０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ＧＤＰ ３２７１ ２２４８ ０３２６ １４３７ ２８８１ ４７３５ １０５２０

　　表 ３报告了主要变量的单变量检验结果。

两样本的均值和中位数差异检验分别基于参数 ｔ

检验和Ｗｉｌｃｏｘｏｎ检验。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

业家样本组的家族控制权偏好均值和中位数均

显著高于不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样本组，

初步验证了假设Ｈ１。

表３　单变量分析结果

变量

没有农村经历 （Ｎ＝５３３６） 具有农村经历 （Ｎ＝２２５８）

（１） （２） （３） （４） （１）－（３） （２）－（４）

Ｍｅａｎ Ｍｅｄｉａｎ Ｍｅａｎ Ｍｅｄｉａｎ Ｔ－Ｔｅｓｔ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Ｔｅｓｔ

ＦＣＰ１ －００１９ －０６１２ ００５２ －０２３８ －００７１ －０３７４

ＦＣＰ２ ０４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４７８ ０３３３ －００３３ －０３３３

注：＋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二）统计检验结果分析

我们采用 ＯＬＳ回归对假设 １进行了检验，

结果如表４所示。表４第 （１）列、第 （４）列

呈现的是未加任何控制变量的结果，第 （２）

列、第 （５）列是添加了相关控制变量但未控制

年份和行业效应的结果。可以看出，企业家农

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的估值系数都是

正向显著。加入行业和年份控制变量后，表 ４

第 （３）列显示，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

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的估值系数为

００９０，且在０１％水平上显著；在表 ４第 （６）

列，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控制

权偏好 （ＦＣＰ２）的估值系数为 ００３５，且在

０１％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具有农村成

长经历的企业家具有更强的家族控制权偏好，

假设１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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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变量
（１）
ＦＣＰ１

（２）
ＦＣＰ１

（３）
ＦＣＰ１

（４）
ＦＣＰ２

（５）
ＦＣＰ２

（６）
ＦＣＰ２

常数项
－００１９
（－１４０５）

－００９６
（－０４０６）

００８５
（０３９０）

０４４５

（４６７１）
０４９６

（６６８４）
０５３７

（７３３３）

Ｒｕｒａｌ
００７１

（２８２８）
００７３

（２９３５）
００９０

（３７８８）
００３２

（４０３６）
００３２

（３９６８）
００３５

（４２８５）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２
（－０４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１４２）

－０００２
（－１０７２）

－０００１
（－０８０７）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２２８９
（－１１０４）

０９０９
（０４５２）

－３４０３

（－４７２２）
－３８０５

（－５３４２）

Ｒｏｓ
１８２９

（７２０４）
０３３５＋

（１５０１）
－００２２
（－０２８３）

－０２０７

（－２７６１）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００９
（０５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４３３）

０００４
（０６３０）

００１１
（１９０３）

ＰＣ＿ｄｕｍ
－０００５
（－０２１８）

００１４
（０６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５
（０７００）

Ｍｅｍｂｅｒ
－０３４５

（－５５６２）
－００５３

（－２０９２）
－００８４

（－９６０１）
－００４９

（－５５６８）

Ａｇｅ
００１０
（０１５５）

－００９９
（－１７２０）

－０００６＋

（－０３０７）

－００１８
（－０９２４）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１９
（－０５６３）

００４０
（１３３３）

０００２
（０１７３）

００１０
（０９５４）

ＧＤＰ
００８５

（７０６１）
０００６
（０８９３）

００１４

（８５５０）
０００３
（１４２７）

Ｉｎｄ／Ｙｅａｒ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Ｆ ８１００ ６６８０ ８６６０ ７７９０ ７０５０ ４３１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３ ０１５７ ００８４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９

Ｎ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注：＋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表５是关于高等教育经历调节效应的检验

结果。表５第 （１）列、第 （４）列中，企业家

农村成长经历与高等教育经历的交互项系数显

著为负，这表明高等教育经历显著削弱了企业

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之间的正向

关系。在此基础上，分组检验结果表明，接受

过高等教育的企业家样本组中，表 ５第 （２）

列、第 （５）列显示，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ＦＣＰ２）的

估值系数分别为００３２和００１７，均不显著。没

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家样本组中，表 ５第

（３）列、第 （６）列显示，企业家农村成长经

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ＦＣＰ２）

的估值系数分别为 ０１５７和 ００５６，均在 ０１％

水平上显著。进一步系数差异性检验发现，企

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之间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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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系，在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家样本 组中更显著，假设Ｈ２得到验证。

表５　高等教育经历的影响

变量
（１）

ＦＣＰ１全样本
（２）

ＦＣＰ１Ｅｄｕ＝１
（３）

ＦＣＰ１Ｅｄｕ＝０
（４）

ＦＣＰ２全样本
（５）

ＦＣＰ２Ｅｄｕ＝１
（６）

ＦＣＰ２Ｅｄｕ＝０

常数项
００７９
（０３６１）

－０２００
（－０６４８）

０１７４
（０５７０）

０５４１

（７３６０）
０４７８

（４４４３）
０５９０

（５８４９）

Ｒｕｒａｌ
００９２

（３９０７）
００３２
（０９６８）

０１５７

（４６０３）
００３５

（４３３０）
００１７
（１４０５）

００５６

（４９５１）

Ｒｕｒａｌ×Ｅｄｕ
－０１２０

（－２６９４）
－００３４

（－２１８１）

Ｅｄｕ
－０１２９

（－５４０４）
－００２０

（－２４０１）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１
（－０１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３７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７６０）

－０００３
（－１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３８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７０４
（０３５３）

－０１４３＋

（－００５５）
２１１９
（０６９０）

－３８５１

（－５４０２）
－２５２０

（－２６１２）
－４８２５

（－４５６２）

Ｒｏｓ
０３２８
（１４６８）

０８０３

（２１９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２０６

（－２７４１）

－０２２７
（－１６９６）

－０２０７

（－２２８６）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００５
（－０２７３）

００１１
（０４６４）

－０００４
（－０１５０）

００１２

（２００３）
００１７

（２１３５）
００１１＋

（１２６４）

ＰＣ＿ｄｕｍ
０００４
（０１７１）

００６７

（２１４７）

－００６２
（－１８９９）

０００４
（０４８１）

００１６
（１４２４）

－０００９
（－０８２７）

Ｍｅｍｂｅｒ
－００５９

（－２３２４）

－００１６
（－０４６５）

－０１１２

（－２９４８）
－００５１

（－５７０９）
－００３１

（－２４９６）
－００７１

（－５５７９）

Ａｇｅ
－００９３
（－１６２４）

－００７０
（－０８６１）

－００９８
（－１２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８６７）

－０００４
（－０１３０）

－００２７
（－１０１３）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４５
（１５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０
（１９５８）

００１１
（１０３３）

００１６
（０９７６）

００１０
（０７２８）

ＧＤＰ
００１５

（２１９４）
００４５

（４６３９）

－０００５
（－０５４４）

０００５
（１９０４）

０００９

（２３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５４９）

Ｉｎｄ／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６１２０ ３０２０ ５２５０ ３０３０ ５４９０ ４１５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６１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４ ０１１９

Ｎ ７５９４ ３６７２ ３９２２ ７５９４ ３６７２ ３９２２

系数差异 ０１２５ ００３９

Ｃｈｉ２ ５３００ ４６６０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１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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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是关于体制内工作经历调节效应的检

验结果。表６第 （１）列、第 （４）列中，企业

家农村成长经历与体制内工作经历的交互项系

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体制内工作经历显著削

弱了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之

间的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分组检验结果表

明，有过体制内工作经历的企业家样本组中，

表６第 （２）列、第 （５）列显示，企业家农村

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

ＦＣＰ２）的估值系数分别为 ００１２和 ００１０，均

不显著。没有过体制内工作经历的企业家样本

组中，表６第 （３）列、第 （６）列显示，企业

家农村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ＦＣＰ２）的估值系数分别为 ０１３５和

００４９，均在０１％水平上显著。进一步系数差

异性检验发现，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的影响在

没有体制内工作经历的样本组中更显著，假设

Ｈ３得到验证。

表６　体制内工作经历的影响

变量
（１）

ＦＣＰ１全样本
（２）

ＦＣＰ１Ｓｙｓｔｅｍ＝１
（３）

ＦＣＰ１Ｓｙｓｔｅｍ＝０
（４）

ＦＣＰ２全样本
（５）

ＦＣＰ２Ｓｙｓｔｅｍ＝１
（６）

ＦＣＰ２Ｓｙｓｔｅｍ＝０

常数项
００９８
（０４４７）

０２４３
（０６９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１）

０５６０

（７６５０）
０６９０

（６０４８）
０４８０

（４９８５）

Ｒｕｒａｌ
００８８

（３７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３３５）

０１３５

（４３２６）
００３３

（４１６３）
００１０
（０８５７）

００４９

（４４８８）

Ｒｕ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０１１１

（－２４１２）
－００３８

（－２４３６）

Ｓｙｓｔｅｍ
－００４５
（－１７６５）

－００６３

（－７２０３）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１
（－０１３７）

－００１０
（－１１５２）

０００４
（０５８０）

－０００１
（－０７９２）

－０００４
（－１４８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５）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１１７５
（０５８４）

０２８９
（０１２１）

２７５１
（０７３４）

－３４８５

（－４９３１）
－２７８１

（－３３７０）
－５１５４

（－３７９６）

Ｒｏｓ
０３３８＋

（１５１３）
０２３７
（０５４１）

０３８６＋

（１４６８）
－０２１２

（－２８２６）
－０２１１＋

（－１６９３）
－０１９６

（－２１２８）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００８＋

（－０４６４）

－０００７
（－０２６９）

－０００７＋

（－０２９７）
００１１
（１９２７）

０００２＋

（０２２５）
００１８

（２２６３）

ＰＣ＿ｄｕｍ
００１５
（０６５２）

００４５
（１３３２）

－０００８
（－０２７４）

０００６
（０７６３）

０００８
（０６６９）

０００４
（０４２４）

Ｍｅｍｂｅｒ
－００５０

（－１９８９）

－００３６
（－０９０１）

－００６１
（－１８６１）

－００４７

（－５３４２）
－００２７

（－１９６５）
－００６０

（－５１００）

Ａｇｅ
－００９５
（－１６４９）

－０１２６
（－１３５８）

－００７３
（－０９８９）

－００１７
（－０８６８）

－００４４
（－１４９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８）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４０
（１３３１）

０００９
（０１８４）

００５９
（１５５８）

００１０
（０９７７）

－０００５
（－０２８７）

００２１
（１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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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ＦＣＰ１全样本
（２）

ＦＣＰ１Ｓｙｓｔｅｍ＝１
（３）

ＦＣＰ１Ｓｙｓｔｅｍ＝０
（４）

ＦＣＰ２全样本
（５）

ＦＣＰ２Ｓｙｓｔｅｍ＝１
（６）

ＦＣＰ２Ｓｙｓｔｅｍ＝０

ＧＤＰ
０００７
（１１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３６４）

００１０
（１２２５）

０００４
（１８４８）

－０００２
（－０５１３）

０００７

（２６３４）

Ｉｎｄ／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３１１０ ２１４０ ２８８０ ２８５０ ６３６０ ８０３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５９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４ ０１１０ ００９６ ０１２１

Ｎ ７５９４ ３１１４ ４４８０ ７５９４ ３１１４ ４４８０

系数差异 ０１２３ ００３９

Ｃｈｉ２ ５４５０ １０３９０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１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表７是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调节效应的

检验结果。表７第 （１）列、第 （４）列中，企

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交互

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显

著削弱了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

好之间的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分组检验结

果表明，市场经济确立之前的样本组中，表 ７

第 （２）列、第 （５）列显示，企业家农村成长

经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

ＦＣＰ２）的估值系数分别为 ０２３８和 ００９６，均

在１％水平上显著。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的样本

组中，表７第 （３）列、第 （６）列显示，企业

家农村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ＦＣＰ２）的估值系数分别为 ００５２和

００２１，均在５％水平上显著。进一步系数差异

性检验发现，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

权偏好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的样本

组中更显著，假设Ｈ４得到验证。

表７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影响

变量
（１）

ＦＣＰ１全样本
（２）

ＦＣＰ１Ｍａｒｋｅｔ＝０
（３）

ＦＣＰ１Ｍａｒｋｅｔ＝１
（４）

ＦＣＰ２全样本
（５）

ＦＣＰ２Ｍａｒｋｅｔ＝０
（６）

ＦＣＰ２Ｍａｒｋｅｔ＝１

常数项
００９７
（０４４６）

０８４４
（１３２０）

－００２８
（－０１１９）

０５４４

（７４１９）
０６６６

（３２３１）
０５１８

（６４８８）

Ｒｕｒａｌ
００８６

（３６４１）
０２３８

（４１４２）
００５２

（１９８７）
００３３

（４０６５）
００９６

（５０８２）
００２１

（２３１９）

Ｒｕｒａｌ×Ｍａｒｋｅｔ
－０１５８

（－２６７０）
－００７１

（－３５２６）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００９
（－０２２９）

－０００５
（０３８９）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１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３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１
（－０７５９）

０００１
（０１６１）

－０００２
（－０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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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ＦＣＰ１全样本
（２）

ＦＣＰ１Ｍａｒｋｅｔ＝０
（３）

ＦＣＰ１Ｍａｒｋｅｔ＝１
（４）

ＦＣＰ２全样本
（５）

ＦＣＰ２Ｍａｒｋｅｔ＝０
（６）

ＦＣＰ２Ｍａｒｋｅｔ＝１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１０４８
（０５２２）

２９６８
（０７７４）

０５２５
（０２２２）

－３７３４

（－５２４１）

－２０２１
（－１４９１）

－４２７０

（－５３４２）

Ｒｏｓ
０３１５
（１４０９）

０５９７
（０８０３）

０２７８
（１１８６）

－０２１８

（－２９１０）

－０１５４
（－０６４４）

－０２２６

（－２７６５）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０２０
（－０９２０）

－００９２
（－０９８２）

－００２３
（－１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３３４）

０００９
（０３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２）

ＰＣ＿ｄｕｍ
００１４
（０６１２）

００４５
（０８３６）

０００８
（０３１７）

０００５
（０７０９）

００１８
（０９５２）

０００４
（０４４９）

Ｍｅｍｂｅｒ
－００５４

（－２１２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９

（－２１６４）
－００４９

（－５５５０）

－００４４
（－１８９７）

－００４９

（－５１４８）

Ａｇｅ
－００９７
（－１６８６）

－０３２７

（－２１８８）
－００４８＋

（－０７７３）

－００１６
（－０８４４）

－００６６
（－１３６０）

－０００６
（－０２６２）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４１
（１３５９）

００６４
（０８０８）

００３３
（１０２２）

００１１
（１００２）

－００２５
（－０８５９）

００１６
（１３９６）

ＧＤＰ
０００６
（０８８０）

００２７
（１３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３５５）

０００３
（１４００）

０００９
（１１９７）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３）

Ｉｎｄ／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３３２０ ３７１０ ７５２０ ３５８７ ２５２０ ３２２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５８ ００９０ ０１８０ ０１０１ ００８３ ０１１３

Ｎ ７５９４ １３１８ ６２７６ ７５９４ １３１８ ６２７６

系数差异 ０１８６ ００７５

Ｃｈｉ２ １２７７０ １４５２０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表８是关于产权保护水平调节效应的检验

结果。表８第 （１）列、第 （４）列中，企业家

农村成长经历与产权保护水平的交互项系数显

著为负，这表明地方产权保护水平显著削弱了企

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之间的正向

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以中位数进行分组检

验，在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样本组中，表 ８第

（２）列、第 （５）列显示，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ＦＣＰ２）的估

值系数分别为００７２（５％水平上显著）和００１４

（不显著）。在产权保护水平较差的样本组中，表

８第 （３）列、第 （６）列显示，企业家农村成长

经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ＦＣＰ２）

的估值系数分别为００９６和００４５（分别在１％和

０１％水平上显著）。进一步系数差异性检验发

现，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关

系，在产权保护水平较差的地区中更为显著，假

设５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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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产权保护制度的影响

变量
（１）

ＦＣＰ１全样本
（２）

ＦＣＰ１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１
（３）

ＦＣＰ１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０
（４）

ＦＣＰ２全样本
（５）

ＦＣＰ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１
（６）

ＦＣＰ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０

常数项
０４４７

（１９７０）
０１３６
（０４４０）

００７２
（０２３４）

０５８３

（７６３９）
０５４３

（５２４０）
０５４７

（５２３０）

Ｒｕｒａｌ
０３９５

（３７４７）
００７２

（２００９）
００９６

（２９８５）
０１７５

（４７３７）
００１４
（１１３５）

００４５

（４０４２）

Ｒｕｒ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００４１

（－２９８４）
－００１９

（－３８７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００６６

（－６９２５）
－００１０

（－３０１１）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１
（－０１７７）

０００２
（０２９３）

－０００４
（－０４８４）

－０００１
（－０７３２）

０００５

（２０９０）
－０００９

（－３４７６）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１０９１
（０５４７）

１５３６
（０４４８）

０３２３
（０１２９）

－３７９７

（－５３４２）
－４２７２

（－３３３８）
－３５２０

（－４０９４）

Ｒｏｓ
０２７９
（１２６８）

０２９２
（１０５９）

０３７９
（０９９５）

－０２１８

（－２９１９）
－０２５０

（－２６６４）
－０１１４
（－０９１５）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００２
（－０１２４）

－００１１
（－０４４８）

－０００５
（－０１９１）

００１２

（２０９２）
０００９＋

（１１１３）
００１３
（１６３４）

ＰＣ＿ｄｕｍ
－０００５
（－０２３６）

－００３０
（－０９５３）

００５７
（１７７５）

０００１
（０１７６）

－００１７
（－１４９３）

００３０

（２８１２）

Ｍｅｍｂｅｒ
－００６２

（－２４４８）
－００８９

（－２４２３）
－００１９
（－０５４４）

－００５２

（－５８６３）
－００４３

（－３３４６）
－００５４

（－４３９０）

Ａｇｅ
－００８４
（－１４５９）

－００８４
（－１０３４）

－０１１７
（－１４３６）

－００１４
（－０７３３）

－００２１
（－０７５７）

－００１９
（－０６９２）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４７
（１５７４）

００３４
（０８２３）

００４７
（１０６７）

００１１
（１０６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１
（１３７０）

ＧＤＰ
００２９

（４２８１）
００１１＋

（１２８４）
０００１
（０１０５）

０００８

（３１０６）
０００４
（１２１７）

０００５
（１４６１）

Ｉｎｄ／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７３５０ ４３７０ ９７６０ ４７６０ ４９７０ ４４５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６９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５ ０１２１ ００９２

Ｎ ７５９４ ３７２５ ３８６９ ７５９４ ３７２５ ３８６９

系数差异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１

Ｃｈｉ２ ８５８０ ６０７０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注：＋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五、进一步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不同权力维度

的影响

家族控制权涉及所有权、决策控制权和管

理权三个方面，为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了企业家

农村成长经历与上述三种权力维度的关系，检

验结果如表 ９所示。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

族所有权的估值系数为００４２，在０１％水平上

显著；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决

策控制权的估值系数为００２８，在５％水平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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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管理权的估值

系数为００２２，不显著。

单纯从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来看，企业家

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所有权影响最大，对家族

管理权的影响最小，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

其原因可能是：家族所有权和管理权对企业家

能否掌控企业存在差异化的影响。所有权是家

族控制的核心层，代表着企业家或家族对企业

的终极控制权。日常经营管理权的重要性相对

较弱，即使将其委托给职业经理人，也并不会

在实质上影响企业家或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同

时又可以借助职业经理人的专业能力提升企业

经营水平。从现实来看，也确实有一部分家族

企业在不放弃所有权的同时，聘请职业经理人

来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从而这一检验结

果也符合客观实际。

表９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所有权、

决策控制权和管理权关系

变量
（１）
Ｅｑｕｉｔｙ

（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３）
Ｍａｎａｇｅ

常数项
０３６２

（３５０８）
０５９２

（４９６０）
０６７１

（５６９０）

Ｒｕｒａｌ
００４２

（３７９１）
００２８

（２１５７）
００２２
（１７２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８２００ ２８３０ ４００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３５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９

Ｎ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注：＋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二）进一步检验

农村生活经历 （ＺＱ）代表企业家有过一段

时间的农村生活经历，尤其个人从城市到农村

具有较大的反差感。本文以农村生活经历 （出

生于１９６１年以前，且没有并存成长经历）为自

变量，分别用全样本、城市企业家样本和有农

村经历的企业家样本来检验农村生活经历对企

业家控制权偏好的影响。其中，城市企业家样

本是从全样本中删除了农村出身 （Ｒｕｒａｌ＝１）

的样本，只剩下出身城市的企业家样本；有农

村生活经历的企业家样本是从全样本中删除了

城市出身但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企业家样本，

只剩下农村出身 （Ｒｕｒａｌ＝１）的和有农村生活

经历 （ＺＱ＝１）的企业家样本，而这两类企业

家都是有农村经历的。

检验结果发现，全样本中，农村生活经历

（ＺＱ）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ＦＣＰ２）的估

值系数为－００２５和－０００５，不显著。城市企业

家样本中，农村生活经历 （ＺＱ）与家族控制权

偏好 （ＦＣＰ１／ＦＣＰ２）的估值系数为 ００７０和

００２２，均在１０％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对于

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城市企业家，有农村生活

经历的企业家控制权偏好更强。企业家青年时

代在农村的经历给企业家心里留下了烙印，这

种烙印影响力企业家的控制权偏好。有农村经

历的企业家样本中，农村生活经历 （ＺＱ）与家

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ＦＣＰ２）的估值系数为

－００７５和－００１９，分别在５％和１０％水平上显

著。这说明，相对于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

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企业家控制权偏好更弱。进

一步系数差异检验表明，城市出身的企业家青

年在农村生活时的经历虽然给企业家心里留下

了烙印，但这种烙印的影响还是远远小于农村

出身的企业家所受到的影响 （见表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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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企业家农村生活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关系

变量
（１）

ＦＣＰ１全样本
（２）

ＦＣＰ１城市
（３）

ＦＣＰ１农村经历
（４）

ＦＣＰ２全样本
（５）

ＦＣＰ２城市
（６）

ＦＣＰ２农村经历

常数项
－０２９８
（－１００３）

０２５７
（０６３９）

０３９２
（０８５４）

０３６９

（３８２７）
０４９４

（３７５１）
０６２８

（４２６７）

ＺＱ
－００２５
（－０８４１）

００７０＋

（１７３１）
－００７５

（－２２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５４７）

００２２＋

（１６５２）
－００１９＋

（－１７１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６３１０ ５８６ ８８７ ５９９ ４８６ ９３６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２ ００８９ ００６９

Ｎ ７５９４ ５３３６ ４３３８ ７５９４ ５３３６ ４３３８

系数差异 ０１４５ ０２３９

Ｃｈｉ２ １１６１０ ９１７０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在前述

一系列检验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检验。一是调

整了因变量的测度方式，对所有权的测度采用

“企业家本人及其家人所持有的所有权比例”实

际数值进行测量，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

公因子代表家族控制权偏好程度 （ＦＣＰ３），重

新进行了检验 ［见表 １１第 （１）列］；二是考

虑到女性企业家具有较强的风险规避偏好，在

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干扰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

家族控制权偏好关系，为此删除了女性企业家

样本，重新进行了检验 ［表 １１第 （２）、第

（３）列］。

表１１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关系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ＦＣＰ３ ＦＣＰ１ ＦＣＰ２

替换因变量 删除女性样本

常数项
０２６７
（１１１７）

００８２
（０３４９）

０５７５

（７３３６）

Ｒｕｒａｌ
００６２

（２３６５）
０１０４

（４１５０）
００３６

（４１９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６７００ ６４６０ ６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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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ＦＣＰ３ ＦＣＰ１ ＦＣＰ２

替换因变量 删除女性样本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８９ ０１４６ ００９１

Ｎ ７５９４ ６６４６ ６６４６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四）内生性检验

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

用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和ＰＳＭ倾向匹配得分方法进

行了检验 （因变量为 ＦＣＰ１），检验结果与前文

相比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见表 １２）。在进行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检验时，本文采用统计年度行

业内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比例作为工具变

量。该变量满足相关性与排他性的要求。

表１２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和ＰＳＭ （１∶１）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Ｈｅｃｋｍａｎ（ＦＣＰ１） ＰＳＭ （ＦＣＰ１）

常数项
－２３１１
（－１６７５）

－０９５９

（－２２３２）
－２９０７

（－２１９４）
－２５２０＋

（－１９０１）
－２３６９＋

（－１７６１）
－０５６９＋

（－１６８５）
０４８０

（３３８８）
０５８４

（４１１４）
０７０３

（４９１７）
０７０８

（４７３１）

Ｒｕｒａｌ
００８７

（３６８７）
００５３

（４７５９）
０１３７

（４５９８）
０３０８

（４９９６）
０５４３

（４７３４）
０１０７

（３３９８）
００６０

（３８６８）
００５０

（３７９４）
００８３

（３００３）
０１４４

（２８０６）

Ｅｄｕ
－００８６

（－６１３６）
－００９９

（－４０９２）

Ｒｕｒａｌ×Ｅｄｕ
－００６２

（－３７９１）
－００６３

（－２７４５）

Ｓｙｓｔｅｍ
－００３０
（－０９３９）

０００９
（０４３８）

Ｒ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０１６２

（－２５１８）
－００６６

（－２３６３）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１５６

（－３５０１）
－００８９

（－３５３８）

Ｒｕｒ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２４９

（－３７０９）
－００６０

（－１９９７）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００２４

（－２３７３）
－００１７

（－２９８６）

Ｒｕｒ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００５８

（－３８５０）
－００１４

（－２１３０）

Ｌａｍｂｄａ
０１７６

（５７９２）
０２９１

（３０８６）
０６２２

（２１４０）
０５８５

（２０１５）
０５４１＋

（１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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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Ｈｅｃｋｍａｎ（ＦＣＰ１） ＰＳＭ （ＦＣＰ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７９２０ ８４８０ ７７５０ ８３２０ ８０４０ ３６３０ ４１３０ ３５４０ ４７３０ ３８９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５８ ０１６８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２ ０１６１ ０１７６ ０１６３ ０１７３ ０１７１

Ｎ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３２６９ ３２６９ ３２６９ ３２６９ ３２６９

注：＋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六、结论与启示

对于家族企业来说，控制权配置很大程度

上是企业家个人意志的体现，而企业家个人意

志与企业成长经历密切相关。企业家成长经历

是企业家在过去的亲身体验，影响其认知偏好

的形成，进而会影响其成为企业家后的决策行

为。本文依据烙印理论，从城乡二元体制的制

度背景出发，实证检验了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具有农

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有更强的家族控制权偏好，

尤其在未接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体制内工作经

历的企业家群体中，这种关系更显著。同时，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的正向

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创办的企业和产权

保护较弱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

现，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所有权偏好影

响较大，对家族管理权偏好的影响相对较小。

本文的实践启示在于：具有农村成长经历

的企业家强化对企业高度家族化控制的现象并

不只是个案，而是一种普适性现象。由于控制

权偏好也容易导致家族企业决策过程中出现

“家长决策制”“一言堂”等现象，在一定程度

上会对决策质量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有农村

成长经历的企业家有必要培养清醒的自我意识，

认识到自身决策行为会受到过往经历的影响，

并对其保持警惕，以免影响企业长期发展。同

时，在企业中选聘一些与自身经历存在差异的

高管人员。用他们异质性的知识经验帮助企业

家从自身经历的 “窠臼”中解脱出来，从而提

高决策质量。

本文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经历和体制内工作

经历能够弱化有农村经历的企业家对家族企业

的控制权偏好。这说明接受现代有关管理知识

的教育能够弱化企业家的家庭控制权偏好，从

这个方面下手，则很可能会帮助推动相关家庭

企业的家族化进程。另外，市场进程和地区产

权保护能够弱化有农村经历的企业家对家族企

业的控制权偏好。

本文的研究理论启示在于：企业家的控制

权偏好可能根植于其个体思维认知，且随其思

维认知的变化而改变。之前的研究往往将企业

家控制权偏好的来源解释为追求家族利益，并

结合外部法律、制度环境或内部股权制衡等因

素来解释家族控制权结构的变化。例如，陈德



　 管理学季刊

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７５　　　—

球等 （２０１３）认为家族企业家的控制权偏好源

于对家族利益的追求，且随着外部法律环境和

金融环境的改善而减弱。然而，事实上，企业

家的控制权偏好不仅来源于对家族利益的追求，

还可能根植于其个体思维认知。有农村成长经

历的企业家由于早年长期的物质资源约束、宗

族文化熏染和社会资本限制，形成了与周围物

质文化环境相适应的思维认知。处于经济、教

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劣势地位，导致他们对

资源流失更加敏感，注重对自身资源的保护和

控制。然而，当外部物质环境和资源禀赋发生

变化时，他们能够得到新的物质资源，接触到

新的社会资本，学习到新的知识和经验。这将

改变他们原有的思维认知，并形成新的控制权

偏好。

值得注意的是，个体长期处在这种物质匮

乏的环境中，会培养出与环境相匹配的思维认

知。这种思维认知并非短期内形成，而是从古

代的农业社会延续下来的。这种思维认知并非

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物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同时，处在相同环境中

的个体之间会产生相似的思维认知，彼此认同，

使这种思维认知更加固化。如果个体不能跳出

这个阶层环境，那么这种思维认知还会代代相

传；然而，如果个体跳出这个阶层环境，其思

维认知又会随其所处物质环境的变化而相应改

变。根据烙印理论，其最初在物质匮乏时期形

成的对稀缺资源的 “稀缺心态”和宗亲文化，

还是会对其日后的管理决策产生影响。因此，

农村成长经历对企业家的影响来源于这种独特

的农村文化意识，即对稀缺资源的保护和控制，

以及强烈的宗亲文化。

本文研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

是个体的家庭经济状况会影响其心理安全感，

进而影响其决策行为。受研究条件限制，本文

没有区分企业家早年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未

来有待于进一步通过实际调研进行研究。二是关

于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关系的

分析，背后所蕴含的是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引致

的风险规避心理，本文通过产权保护水平等调节

性变量的检验，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验证。但限于

变量测量难度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有可能直接的

作用路径没有完全反映出来。未来的研究中可以

寻找合适的测量风险规避的指标，以风险规避为

中介变量，研究农村成长经历影响企业家控制权

偏好的直接路径。三是本文采用的全国私营企业

调查数据中的样本企业大多是未上市公司，这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今后的

研究中，可以通过网络爬虫，辅以问卷调查的方

式获取上市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出身情况，

并采用上市公司样本进行重新检验，以验证本

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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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４篇。

李欢，贵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

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曾经在 《生产力研究》

上发表论文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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